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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有研究多以锚岩接触面出现塑性区域或应力峰值点转移作为达到极限状态的判别标准，但不同工程地

质情况会导致隧道锚（ＴＴＡ）破裂面线形存在较大差异，很难准确推导出隧道锚的极限承载力．为了进一步探求隧道

锚在拉拔荷载下的工作过程，得到更加明确的隧道锚极限承载力的表达形式，采用幂指数函数形式表征倒锥形破

坏破裂面的线形，基于 Ｍｉｎｄｌｉｎ 应力解与峰值剪应力控制理论得到界面破坏应力分布形式，推导了界面破坏与倒锥

台破坏形式下的承载能力公式；采用国内 ５ 座悬索桥隧道锚承载力进行算例验证，同时分析研究了不同参数对隧

道锚极限承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两种破坏形式下，承载力的主要来源为破裂面的黏结力，占总承载力的 ５０％以

上，承载力均随着长度与内聚力的增加而线性增加；承载力随着倾斜角的增加而增加，但增长速度减慢，界面破坏

形式下出现先增加后减小的现象．对比以往试验以及数值模拟结果， 与该文推导结果基本一致， 分析公式计算结

果和位移增长曲线， 发现隧道锚工作过程明显呈现 ３ 个阶段， 最终破坏形式为界面破坏和倒锥形破坏两种破坏模

式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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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悬索桥隧道式锚碇在依靠自身重力承载的同时，调动周围岩体协同承载，作用机理相对复杂．目前已就

隧道式锚碇的承载能力、受力和变形特征等做了诸多的研究工作，但对隧道锚设计参数的确定仍没有明确的

规范或适合的公式，同时对其破坏形态及破坏过程认识不够精确，无法确定设计锚碇的安全储备［１］ ．当前在

进行隧道式锚碇设计时，仍采用重力式锚碇的设计理念，将隧道式锚碇与周围岩体协同工作这一特点作为承

载力隐形储备，这无形中增大了隧道式锚碇的建设成本．因此亟待通过研究隧道式锚碇的联合承载过程、机
理及破坏特征，揭示锚碇和岩体的协同承载机理，以完善隧道式锚碇的设计理论．

余美万等［２］在普立特大桥原地进行了圆台与圆柱的锚塞体夹持效应对比试验，提出了“夹持效应”这一

概念．廖明进等［３］从锚碇受力角度建立了两种破坏形式下的平衡方程，并与等截面锚塞体承载能力进行了比

较，提出了楔形效应系数．王东英等［４］通过开展锚碇的二维室内模型试验，针对锚碇的楔形角和埋深等几何

要素对锚碇的承载力和破坏特征的影响做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隧道式锚碇“夹持效应”的本质．隧道

式锚碇的另一研究重点则是锚碇的承载特性以及设计参数的确定，大量的数值模拟［５⁃８］和缩尺试验［９⁃１３］揭示

了隧道式锚碇的传力机制与破坏形式有以下共性：主缆荷载下锚碇自身重力首先发挥作用，此时可称为“自
重应力”；当拉拔力达到侧摩阻力极限时，围岩夹持效应发挥作用；锚碇通常发生剪切⁃拉破坏，剪切面出现在

锚碇围岩界面或者围岩内部，当出现在围岩内部时，剪切面呈现倒锥形，剪切面出现位置与埋置深度和围岩

内部状况有关．目前隧道锚发生的破坏形式主要分为两种，研究表明：当锚塞体与围岩界面结合程度较差时

会发生界面破坏，而当围岩完整性和节理裂隙发育较差时易发生倒锥形破坏［１４］，江南等［７］ 通过数值模拟也

发现，两种破坏形式发生的条件与锚塞体的埋置深度也存在一定关系．
现阶段对于隧道式锚碇的设计参数尚没有规范明确规定，张奇华等［１５⁃１６］ 采用力系平衡原理，通过解析

法探究了承载力的初步计算模式．施高萍等［１７］ 利用被积函数的解析性和留数理论，对开挖隧洞围岩应力进

行了解答；崔建斌等［１８］通过映射函数 Ｓｃｈｗａｒｚ⁃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 变换，得出了围岩体任一点应力分量的解析通式，他
们都对开挖隧洞的应力分布进行了研究．Ｌｉｕ 等［１９］ 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建立了隧道式锚碇的安全系数预

测模型．王东英等［２０］在前人基础上考虑了附加应力对承载力的贡献并引入了 Ｍｉｎｄｌｉｎ 解，提出了承载力由

“自重应力”和“附加应力”两部分组成这一概念，推导得出了隧道式锚碇承载能力的近似计算方法．汪海滨

等［２１］研究了隧道锚各参数对锚碇稳定性的影响程度．Ｌｉ 等［２２］对不同形状的锚塞体进行了抗拔试研究，得出

了相比圆柱形锚塞体，圆锥形具有更高的抗拔承载力．王中豪等［２３］ 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预测能力与

优化效果，提出了一种人工智能化隧道锚承载能力的预测方法．
迄今为止，众多学者往往从受力角度进行隧道锚承载力的推导，忽视了由于地质、荷载等因素引起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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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形式与破裂面差异，不能精确地表征隧道锚的极限承载力．本文依托实际工程，推导并验证了两种破坏形

式下隧道的锚极限承载力，进行倒锥形破坏形式下的破裂面线形推导，同时对隧道锚实际受力情况进行了数

值模拟，包括锚塞体与岩体轴向位移等，分析了隧道锚碇主缆拉力和锚岩变形的关系，可为工程的设计和顺

利施工提供理论指导和实用计算方法．

１　 隧道锚承载能力计算公式推导

１．１　 倒锥台破坏形式破裂面线形公式推导

在推导隧道锚极限承载力时，关键在于破裂面线形的确定，江南［２４］通过室内缩尺试验得到 ７３°的计算破

坏面．此外，以往众多学者对与隧道锚受力形式类似的扩底抗拔桩破裂面形式进行了假设推导，目前对于隧

道锚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破裂面线形形式，但普遍认为破裂角线形应介于倒锥形与喇叭形线形之间．因此，本
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采用幂指数函数形式表征破裂面线形，采用指数 Ｎ 表示不同地质、结构形式下的破裂

面线形延伸情况，下面将进行倒锥形破坏形式下极限承载力的推导．
推导时将截面近似为矩形考虑，假设前锚面边长为 ａ， 锚碇扩展角为 α， 锚塞体长度为 Ｌ， 锚塞体与水平

线倾斜角为 β，岩体内摩擦角为 φ，易得到后锚面直径为 ａ ＋ ２Ｌｔａｎ α，锚塞体与围岩的平均重度为 γ，后锚面

埋置深度为 Ｈ， 假设破裂面垂直于后锚面，与前锚面水平线形成 π ／ ４ － φ ／ ２ 的夹角，并以这一夹角延伸至地

表，以锚塞体轴向为 ｚ 轴，沿后锚面边长方向为 ｘ 轴，破坏示意图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倒锥台破坏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ｎ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假设破裂面线形为

　 　 ｄｚ
ｄｘ

＝ ｔａｎ π
４

－ φ
２

æ

è
ç

ö

ø
÷

Ｌ
ｚ

æ

è
ç

ö

ø
÷

Ｎ

， （１）

代入边界条件 ｘ ＝ ａ
２

＋ Ｌｔａｎ α，ｚ ＝ ０， 可得

　 　 ｘ ＝ ａ
２

＋ Ｌｔａｎ φ ＋ Ｌ
ｔａｎ（π ／ ４ － φ ／ ２）（Ｎ ＋ １）

ｚ
Ｌ

æ

è
ç

ö

ø
÷

Ｎ＋１

． （２）

当 ｚ ＝ Ｌ 时，可以得到破裂面在前锚面水平线的范围为

　 　 ｘ ＝ ａ
２

＋ Ｌｔａｎ α ＋ Ｌ
ｔａｎ（π ／ ４ － φ ／ ２）（Ｎ ＋ １）

． （３）

当 Ｎ ＝ ０ 时，

　 　 ｘ ＝ ａ
２

＋ Ｌｔａｎ φ ＋ Ｌ
ｔａｎ（π ／ ４ － φ ／ ２）

， （４）

此时的破裂面形式即为倒锥形；当 Ｎ →＋ ∞ 时，此时式（３）的第三项趋近于 ０，因此

　 　 ｘ ＝ ａ
２

＋ Ｌｔａｎ φ， （５）

可以看到，此时破裂区域半径与后锚面相同，即为圆柱形破裂形式；当 Ｎ 值由于地质条件、结构形式取值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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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０ ～ ＋ ∞ 时，破裂面形式也将介于倒锥形与圆柱形之间，即为喇叭形破坏形式．可见，式（２）可以包括常见

的所有破坏形式，只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取合适的 Ｎ 值，进而得到该破裂面下的极限承载力．
１．２　 倒锥台破坏形式极限承载力公式推导

得到具体破裂面线形后，下面开始极限承载力公式的推导计算，为简化计算，将锚塞体竖直放置，可以得

到土压力 Ｑ 与计算土压力 Ｑ′ 的关系：
　 　 Ｑ′ ＝ Ｑｓｉｎ β ． （６）

同时可以得到侧向土压力 Ｅ 与计算侧向土压力 Ｅ′ 的关系：
　 　 Ｅ′ ＝ ＫＱｓｉｎ β， （７）

式中， Ｑ ＝ γ（Ｈ － ｚ － Δｚ ／ ２） 为土压力， Ｋ ＝ ｔａｎ２（４５° ＋ φ ／ ２） 为土侧压力系数．
如图 ２ 所示， 取一微段进行受力分析， 从破裂面表面受力角度来看， 微段在破裂面所受到的法向应力

σｐ 为

　 　 σｐ ＝ ΔＱ′ｃｏｓ θ ＋ ΔＥ′ｓｉｎ θ ． （８）
当岩体发生破坏时，破裂面应满足 Ｍｏｈｒ⁃Ｃｏｕｌｏｍｂ 破坏准则，因此破坏面上的剪应力为

　 　 τｐ ＝ ［τ］ ＝ σｐ ｔａｎ φ ＋ ｃ ． （９）

图 ２　 微段受力图示

Ｆｉｇ． ２　 Ｍｉｃｒｏ⁃ｓｅｇｍ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考虑到微段侧表面积及其截面形式，可以得到微段法向线压力 ΔＮ 和切向线压力 ΔＴ：

　 　 ΔＮ ＝ γ Ｈ － ｚ － Δｚ
２

æ

è
ç

ö

ø
÷ （ｃｏｓ θ ＋ Ｋｓｉｎ θ） Δｚ

ｓｉｎ θ
ｓｉｎ β， （１０）

　 　 ΔＴ ＝ γ Ｈ － ｚ － Δｚ
２

æ

è
ç

ö

ø
÷ （ｃｏｓ θ ＋ Ｋｓｉｎ θ） Δｚｔａｎ φ ＋ ｓｉｎ β

ｓｉｎ θ
＋ ｃΔｚ

ｓｉｎ θ
， （１１）

式中， ｑ ＝ γ（Ｈ － ｚ） 为上下层土体均布土压力．对微段竖向进行受力平衡分析，可得到

　 　 Ｐ ＋ ΔＰ ＋ ｑＡｘ ＝ Ｐ ＋ （ｑ ＋ Δｑ）Ａｘ＋Δｘ ＋ γＶΔｚ ＋ ΔＴＵΔｚｓｉｎ θ ＋ ΔＮＵΔｚｃｏｓ θ， （１２）
式中， Ｐ，ΔＰ 分别为主缆缆力与缆力增量， Ａｘ 为微段底面表面积， Ａｘ＋Δｘ 为微段顶面表面积， ＶΔｚ 为微段体积，
ＵΔｚ 为微段侧面周长．

将各几何参数代入式（１２），整理后可以得到

　 　 ΔＰ ＝ πｑΔｘ（２ｘ ＋ Δｘ） ＋ Δｑ（ｘ ＋ Δｘ） ２ ＋ πΔｚγ ｘ ＋ Δｘ
２

æ

è
ç

ö

ø
÷

２

＋

　 　 　 　 ２π ｘ ＋ Δｘ
２

æ

è
ç

ö

ø
÷ γΔｚ Ｈ － ｚ － Δｚ

２
æ

è
ç

ö

ø
÷ （ｃｏｓ θ ＋ Ｋｓｉｎ θ）（ｔａｎ φ ＋ ｃｏｔ θ）ｓｉｎ β ＋ ｃΔｚ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１３）

最后将式（１３）等号两边同时除以 Δｚ， 取极限积分后可以得到倒锥形破坏形式下的极限承载力：

　 　 Ｐ ＝ ２πγＨ ∫Ｈ
０
ｘ １ － ｚ

Ｈ
æ

è
ç

ö

ø
÷ ［ｃｏｔ θ ＋ ｓｉｎ β（ｃｏｓ θ ＋ Ｋｓｉｎ θ）（ｔａｎ φ ＋ ｃｏｔ θ）］ ＋ ｃ

γＨ
＋ ｘ
２Ｈ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ｄｚ ． （１４）

根据三角函数关系 ｃｏｔ θ ＝ １
ｔａｎ θ

＝ ｄｘ
ｄｚ

，ｃｏｓ θ ＝ １
１ ＋ ｔａｎ２θ

，ｓｉｎ θ ＝ ｔａｎ２θ
１ ＋ ｔａｎ２θ

， 将式（１）和式（２）代入式

（１４）即可得到关于 Ｎ 的参数方程，根据条件选取适合的 Ｎ 值即可得到倒锥形破坏的极限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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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１４）中可以看到，参数 Ｎ 值的变化会直接导致前锚面处破裂面大小的变化，从而改变破裂面的线

形，最终改变隧道锚的承载力，图 ３ 为以某实桥参数计算得到的承载力随 Ｎ 值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到，随着 Ｎ
值的增大，倒锥形破坏形式下的隧道锚极限承载力不断减小，并且减小幅度越来越缓．当参数 Ｎ 从 ０ 增加至

１ 时，此时降低幅度最为明显，承载力由 ８×１０６ ｋＮ 陡降至 ４．４×１０６ ｋＮ，降低幅度约为 ４５％，随着参数 Ｎ 的继

续增加，曲线逐渐与 ｘ 轴平行，极限承载力逐渐趋向于一个定值，将 Ｎ ＝＋ ∞ 代入，通过极限运算可以得到该

种情况下的极限承载力约为 ２．４７×１０６ ｋＮ ．

图 ３　 承载力随 Ｎ 值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Ｎ

如图 ４ 所示，当参数 Ｎ 取值为 ０ 时，此时倒锥形破坏为形式为倒置的圆锥体，此时破坏面范围最大，随
着参数 Ｎ 的不断增大，破裂面在地表的破裂半径逐渐减小，使得破裂区域整体范围减小，导致极限承载力不

断减低，直到参数 Ｎ ＝＋ ∞ 时，此时破裂面在地表的破坏半径与后锚面半径一致，此时承载力达到最小值．同
时由承载力公式可以看到，参数 Ｎ 处于指数位置，它的改变会极大地影响最终的承载力，因此可以看到参数

Ｎ 由 ０ 增加到 １ 时，破裂范围的变化最大，因此此时承载力的降低幅度也是最大的．

图 ４　 破坏范围随参数 Ｎ 值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ｎｇ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Ｎ

１．３　 界面破坏极限承载力计算公式推导

当围岩完整程度较好，岩体整体强度较高时，破坏面会沿着锚岩接触面向地表延伸，此时会发生界面破

坏，界面破坏下的锚体会受到周围岩体的挤压力作用，这种应力属于一种附加应力，本文利用 Ｍｉｎｄｌｉｎ 应力

解对其进行进一步推导［２５］ ．
１．３．１　 隧道锚附加应力

如图 ５ 所示，假设散索鞍将主缆荷载均匀分布在后锚面，边长为 ａ，均布荷载作用大小为 ｑ，深度为 Ｈ，锚
体埋深为 ｈ，锚体长度为 Ｌ，可以得到隧道锚附加轴向应力 σｚ（ ｚ）：

　 　 σｚ（ ｚ） ＝ － ｐ
４π（１ － μ） （１ － μ） ｔａｎ －１ ａ２

ｚ１Ｒ１

＋ ｔａｎ －１ ａ２

ｚ２Ｒ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ａ２ｚ１（Ｒ２
１ ＋ ｚ２１）

２ｒ４１Ｒ１

＋{

　 　 　 　
ａ２［Ｈ ＋ （３ － ４μ） ｚ］（Ｒ２

２ ＋ ｚ２２）
２ｒ４２Ｒ２

＋
２ａ２Ｈｚｚ２（２Ｒ２

２ ＋ ｒ２２）
Ｒ３

２ｒ４２
} ， （１５）

７７２第 ３ 期　 　 　 　 　 　 　 　 　 　 　 杨国俊，等： 考虑不同破坏形式下隧道锚承载力及破坏阶段研究



式中， ｚ１ ＝ ｚ － Ｈ，ｚ２ ＝ ｚ ＋ Ｈ，Ｒ２
１ ＝ ２ａ２ ＋ ｚ２１，Ｒ２

２ ＝ ２ａ２ ＋ ｚ２２，ｒ２１ ＝ ａ２ ＋ ｚ２１，ｒ２２ ＝ ａ２ ＋ ｚ２２，ｚ 为计算点距地表深度；μ 为

周围土体 Ｐｏｉｓｓｏｎ 比．
取微段进行受力分析，假设轴力在截面处均匀分布，可得到平衡方程：
　 　 Ｎ（ ｚ） ＋ ｄＮ（ ｚ） ＝ Ｎ（ ｚ） ＋ σＮ（ ｚ）（ｓｉｎ α）Ｕ（ ｚ）ｄｚ ＋ τ（ ｚ）（ｃｏｓ α）Ｕ（ ｚ）ｄｚ， （１６）

式中， σＮ（ ｚ） 为 ｚ 截面处附加法向应力；τ（ ｚ） 为 ｚ 截面处附加摩阻力；Ｎ（ ｚ） ＝ σｚ（ ｚ）Ａ（ ｚ） 为 ｚ 截面轴力；Ａ（ ｚ）
＝ ａ － ２（Ｈ － ｚ）ｔａｎ α 为 ｚ 截面面积；Ｕ（ ｚ） ＝ ４［ａ － ２（Ｈ － ｚ）ｔａｎ α］ 为 ｚ 截面周长．

根据 Ｍｏｈｒ⁃Ｃｏｕｌｏｍｂ 屈服准则得到切向应力，代入式（１６）并化简，可得到附加法向应力表达式为

　 　 σＮ（ ｚ） ＝
４σｚ（ ｚ）ｔａｎ α［ａ ＋ ２（ ｚ － Ｈ）ｔａｎ α］ ＋ （σｚ（ ｚ）） ′Ａ（ ｚ） － ｃＵ（ ｚ）ｃｏｓ α

Ｕ（ ｚ）（ｓｉｎ α ＋ ｔａｎ αｃｏｓ α）
， （１７）

式中

　 　 （σｚ（ ｚ）） ′ ＝
－ ｐ

４π（１ －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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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图 ５　 考虑附加应力下的隧道锚受力图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 ｆｏｒ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１．３．２　 隧道锚自重应力

对于自重应力的计算应包括两方面，隧道锚自重以及周围土体给予锚碇的法向应力和侧摩阻力，由于锚

碇扩展角一般较小，试算后得到法向应力在锚碇轴向处分量很小，因此扩展角对锚碇自重应力影响不大，在
此，本文按照等截面考虑．需要注意的是，如图 ６ 所示，锚碇下表面由于受到锚碇自重影响，其法向应力和侧

摩阻力相比其他面更大一些，偏于安全考虑，将 ＢＣ 面法向应力和摩阻力按照 ＡＤ 面考虑，可得到微段受力平

衡方程：
　 　 ΔＰＧ ＝ ４ａΔｚ（σＧ ｔａｎ φ ＋ ｃ） ＋ ΔＧｓｉｎ β， （１９）

式中， σＧ ＝ ΔＱｃｏｓ β ＋ ＫΔＱｓｉｎ β；ΔＱ ＝ γｚｓｉｎ β 为微段土压力．
两边取极限积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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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Ｇ ＝ ２ａ′Ｌγｔａｎ φｓｉｎ β（Ｋｓｉｎ β ＋ ｃｏｓ β）（Ｌ ＋ ２ｈ） ＋ ４ａ′ｃＬ ＋ Ｇｓｉｎ β ． （２０）

图 ６　 考虑自重应力下的锚碇受力图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 ｆｏｒ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ｆ⁃ｗｅｉ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１．３．３　 隧道锚界面破坏极限承载能力计算公式

由式（１５）计算可以得到长度⁃轴力曲线，如图 ７ 所示．可以看出，从后锚面至前锚面隧道锚轴向应力是递

减的，而且衰减速度很快，前锚面（长度为 ０ 处）应力基本为零，得到的结果与规律与文献［２２］试验得到轴力

图接近．同时可以看到，不同截面形式的轴向应力存在差异，城门洞截面形式下的轴向应力相比于矩形截面

要略大一些，且城门洞截面形式下前后锚面的应力差别更大．

（ａ） 城门洞截面 （ｂ） 矩形截面

（ａ） 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 Ｔｈｅ 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 ７　 隧道锚轴力分布室内试验值［２２］与理论值对比图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ｓ［２２］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ＴＡ ａｘ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注　 为了解释图中的颜色，读者可以参考本文的电子网页版本，后同．

在实际工程中，使用 Ｍｉｎｄｌｉｎ 解进行求解是非常复杂的，因此通常采用峰值剪应力控制法来求解最大承

载力，文献［１７］借助 Ｍｉｎｄｌｉｎ 解得出的附加应力沿锚碇长度呈现一种先增后减的变化，峰值点一般出现在距

后锚面 Ｌ ／ ３ 处，因此有

　 　 σｐ（ ｚ′） ＝

３［σｐ］
２Ｌ

ｚ′，　 　 　 　 　 　 ｚ′ ≤ ２Ｌ
３
，

３［σｐ］ －
３［σｐ］

Ｌ
ｚ′， ｚ′ ＞ ２Ｌ

３
，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２１）

式中 ［σｐ］ ＝
［τｆ］ － ｃ － σＧ ｔａｎ φ

ｔａｎ φ
，［τｆ］ 为围岩锚碇界面容许强度；ｚ′为以锚碇前锚面为坐标零点的竖向距离．

锚碇围岩界面因附加应力产生的法向应力与摩阻力为

　 　 Ｎ ＝ ∫Ｌ
０
σｐ（ ｚ′）Ｕ（ ｚ′）ｄｚ′，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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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 ＝ Ｎｔａｎ φ， （２３）
式中， Ｕ（ ｚ） ＝ ４（ａ′ ＋ ２ｚ′ｔａｎ α）；ａ′ 为前锚面边长．因此由附加应力提供的承载能力为

　 　 Ｐａ ＝ （ｓｉｎ α ＋ ｔａｎ φｃｏｓ α）
［σｐ］Ｌ（６０ｔａｎ（αＬ） ＋ ９０ａ′）

２７
． （２４）

锚碇围岩界面破坏形式下的极限承载力为

　 　 Ｐｓ ＝ （ｓｉｎ α ＋ ｔａｎ φｃｏｓ α）
［σｐ］Ｌ（６０ｔａｎ（αＬ） ＋ ９０ａ′）

２７
＋

　 　 　 　 ２ａ′Ｌγｔａｎ φｓｉｎ β（Ｋｓｉｎ β ＋ ｃｏｓ β）（Ｌ ＋ ２ｈ） ＋ ４ａ′ｃＬ ＋ Ｇｓｉｎ β ． （２５）

２　 工程应用及验证

目前工程中尚没有隧道锚因达到极限承载力而发生破坏的实例，因此本文进行对比的数据多来自通过

现场或室内缩尺试验得到、或前人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查阅相关文献后，云南普立特大桥、丽香金沙江特大

桥、绿汁江大桥、湖北四渡河大桥、宜昌伍家岗大桥相关岩体参数等资料较为详细， 能够满足公式中参数的

选取， 并且也有相应室内外缩尺试验结果作为对比数据， 因此选取以上 ５ 座国内实桥作为工程背景进行分

析验证．
２．１　 隧道锚承载能力计算

首先以云南普立特大桥作为背景桥进行承载能力计算，将各参数代入，可以分别得到界面破坏形式下由

自重应力和附加荷载所提供的抵抗力为 ＰＧ ＝ １ ９４４ ４００ ｋＮ 和 Ｐａ ＝ ３９２ ６１０ ｋＮ， 因此计算得到界面破坏形式

下极限承载力 Ｐ ＝ ２ ３３７ ０００ ｋＮ，约为设计荷载．各参数代入式（２５）可得倒锥形破坏承载力，约为设计承载力

的 ２３ 倍，这与文献［８］中计算得到安全系数为 ２０ 的结论相近，其余实桥界面破坏承载力计算结果见图 ８ 和

表 １，可以看到本文计算结果与文献［７⁃８，１７，２６］结果基本一致．
表 １　 界面破坏形式极限承载力计算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ｎａｍ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γ ／ （ｋＮ·ｍ－３） φ ／ （ °） ａ ／ （ °） Ｌ ／ ｍ ｃ ／ ｋＰ Ｈ ／ ｍ Ｋ β ／ （ °） ＰＵ ／ ｋ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ｆ．
［７⁃８，１７，２６］

Ｓｉｄｕ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２４ ２４ ５ ４０ １ １００ ７０ ０．５ ３５ ２ ６７８ １００ １１．９ ９

Ｗｕｊｉａｇａｎｇ Ｂｒｉｄｇｅ ２５ ２７ ４．５ ４５ ８００ ９０ ０．５ ４０ ３ ００７ １００ １３．７３ １６

Ｐｕｌｉ Ｂｒｉｄｇｅ ２５ ３７ ５ ３５ １ １００ ６０ ０．５ ４２ ２ ３３７ ０００ ２３．０９ ２０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２５ ２７ ５．５ ４５ ４００ ９５ ０．５ ３５ ２ ５８５ ５００ ８．３２ ７．３８

　 　 倒锥形破坏计算存在参数 Ｎ 的取值问题，为验证倒锥形破坏形式承载力公式的合理性，根据文献［８］计
算结果，可以得到普立特大桥隧道锚围岩发生整体屈服时的极限承载力为 ４ ４４７ ７６０ ｋＮ ．根据图 ３ 承载力随

Ｎ 值变化曲线，可以得到该承载力下的 Ｎ 值约为 １，虽然不同隧道锚围岩地质条件存在差异，但隧道锚选址

的前提是具有较好的围岩完整性及较高的岩体强度．因此接下来以 １ 作为参数 Ｎ 选取的中间值，根据不同地

质条件调整参数 Ｎ 的取值大小，对不同实桥隧道锚的倒锥形破坏极限承载力进行计算，计算参数及最终结

果见图 ９ 和表 ２，可以看到同一实桥隧道锚倒锥形破坏形式下的承载力计算值与文献值较为接近，可证明本

文所推导公式的合理性．
２．２　 影响隧道锚承载能力的因素分析

如图 １０ 所示，云南普立特大桥隧道锚发生界面破坏时，克服岩锚接触面黏聚力所需要的力为 １ ２３２ ０００
ｋＮ，约占 ５３％，是承载力的主要来源，岩锚接触面摩阻力所提供的承载力约占 ４４％，其中因拉拔力产生附加

应力贡献的承载力约为 ４００ ０００ ｋＮ，约占总承载能力的 １７％，约 ３％的承载力由锚体自重提供．分析图 １０ 可

知，对于 ４ 座悬索桥，除去金沙江特大桥锚岩接触面自身黏结力较小外，其余各桥承载力主要来源排序均为：
黏聚力＞界面摩阻力＞附加应力＞锚体自重沿轴向分量，这是因为，本文以锚岩各接触面全部达到破坏状态作

为承载力的极限状态，此时隧道锚处于完全失去承载力的状态，继续施加缆力会使得锚岩接触面岩体迅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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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断裂破坏而导致锚塞体整体拔出，因此在达到这种状态时，接触面黏聚力所能提供的承载力是最大的．同
样地，对于倒锥形破坏，破坏发生在围岩内部，一方面考虑整个破裂面发生剪切破坏并且完全贯通，所需要克

服破裂面黏结力的拉拔力非常大；另一方面，发生界面破坏时仅需考虑锚塞体本身自重，而倒锥形破坏不仅考

虑锚塞体本身重量，整个岩体破裂被拉出的过程，破裂面内岩体的自重也对抵抗拉拔荷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 ８　 倒锥形破坏形式下计算结果与现有文献结果对比 图 ９　 界面破坏形式下计算结果与现有文献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ｇ． 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ｎ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

表 ２　 倒锥台破坏形式极限承载力计算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ｎ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ｎａｍ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γ ／ （ｋＮ·ｍ－３） φ ／ （ °） ａ ／ ｍ Ｌ ／ ｍ ｃ ／ ｋＰ Ｈ ／ ｍ β ／ （ °） Ｋ ＰＵ ／ ｋ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ｆ．
［７⁃８，１２，１７］

Ｌüｚｈｉｊｉａｎｇ Ｂｒｉｄｇｅ ２２ ３０ ９．８ ４０ ９００ ７０ ３５ １ ４ ０２３ ０００ ２４．５ ２３

Ｗｕｊｉａｇａｎｇ Ｂｒｉｄｇｅ ２５ ２７ １０．１ ４５ ８００ ９０ ４０ １．１５ ５ ２５６ ４０２ ２４．１ １６

Ｐｕｌｉ Ｂｒｉｄｇｅ ２５ ３７ ８ ３５ １ １００ ６０ ４２ １ ４ ４０４ ２００ ４３．５ ４４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２５ ２７ １１．６ ４５ ４００ ９５ ３５ ０．９７ ５ ６８１ ２００ １８ １６．８３

　 　 为了细化各参数以及参数之间相互影响对界面破坏形式下的极限承载力的影响程度，采用控制变量的

方法，对两种破坏形式下各参数变化对承载力的影响进行分析．

图 １０　 界面破坏各部分承载力占比

Ｆｉｇ． １０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

图 １１ 表示了界面破坏形式下隧道锚长度 Ｌ、扩展角 α、黏聚力 ｃ以及倾斜角 β 变化对承载力的影响．可以

看到，在影响界面破坏形式承载力的参数中，长度、内聚力以及扩展角对承载力的影响是单调增加的，而倾斜

角对承载力的影响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
从图 １１（ａ）、１１（ｂ）、１１（ｃ）中可以看出，当控制其余 ３ 个变量保持不变时，承载力随长度的增加呈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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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增加的趋势；从图 １１（ａ）、１１（ｄ）、１１（ｅ）中可以看到，当控制其余 ３ 个变量保持不变时，承载力随扩展角

的增加逐渐增加，当扩展角介于 ０° ～８０°时，承载力增加速度很慢，说明此时承载力对扩展角的变化影响并不

明显，但当扩展角大于 ８０°时，承载力开始迅速增加，这是因为当扩展角接近时，锚塞体长度将变得极小，但
宽度将变得极大，此时锚塞体与围岩的接触面积也将趋近于无限大，因此在这阶段承载力急速增加；由图 １１
（ｂ）、１１（ｄ）、１１（ｆ）可以看出，随着黏聚力的增加，承载力的变化接近于线性，增长速度保持不变；最后从图

１１（ｃ）、１１（ｅ）、１１（ｆ）中可以看出，当倾斜角处于 ０° ～６０°时，承载力随倾斜角的增大而不断增大，此时锚塞体

倾斜角继续增大会导致承载能力的降低，说明隧道锚的倾斜程度存在一个最优角度，在此最优倾斜角度下，
隧道锚的极限承载力最大．

（ａ） 长度⁃扩展角 （ｂ） 长度⁃黏聚力 （ｃ） 长度⁃倾斜角

（ａ） Ｌ⁃α （ｂ） Ｌ⁃ｃ （ｃ） Ｌ⁃β

（ｄ） 扩展角⁃黏聚力 （ｅ） 扩展角⁃倾斜角 （ｆ） 倾斜角⁃黏聚力

（ｄ） α⁃ｃ （ｅ） α⁃β （ｆ） β⁃ｃ
图 １１　 界面破坏各部分承载力占比

Ｆｉｇ． １１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

图 １２ 为倒锥形破坏形式下隧道锚承载力随各参数的变化曲线，在参数中，锚岩平均重度、锚面截面大

小、锚塞体长度、围岩内黏聚力对承载力的影响是近似线性的，承载力都随着各参数的增加不断增大，但锚塞

体倾斜角对隧道锚承载力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倾斜角的增大，极限承载力不断增大，但可以看到曲线斜

率逐渐减小，说明倾斜角对于承载力的影响逐渐减小．

（ａ） 平均重度 （ｂ） 截面大小 （ｃ） 长度

（ａ） γ （ｂ） ａ′ （ｃ）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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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黏聚力 （ｅ） 倾斜角 （ｆ） 影响因素归一化

（ｄ） ｃ （ｅ） β （ｆ）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图 １２　 界面破坏各部分承载力占比

Ｆｉｇ． １２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

如图 １２（ｆ）所示，为了更好地分析各参数对倒锥形破坏形式下隧道锚承载能力的影响程度，对各参数 Ｉｉ
和极限承载力 Ｐ ｉ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的 Ｉｉ ／ Ｉ０ 与 Ｐ ｉ ／ Ｐ０ 的关系曲线，其中， Ｉｉ 为各因素变化参数值 （ ｉ ＝ １，２，
３，４，５）， Ｉ０ 为实际工况各参数值， Ｐ ｉ 为变化参数下极限承载力 （ ｉ ＝ １，２，３，４，５）， Ｐ０ 为实际工况下极限承载

力．可以看到，各影响因素对于隧道锚承载能力影响存在差异，拟合后得到 ５ 条曲线的斜率值分别为 ｋ１ ＝ ０．２３２，
ｋ２ ＝ ０．２９２，ｋ３ ＝ １．４２０，ｋ４ ＝ ０．１０１，ｋ５ ＝ ０．５７５， 说明锚塞体长度对承载能力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为平均重度、
截面大小、黏聚力，影响程度最小的是隧道锚倾斜角．

３　 隧道锚数值模型计算分析

３．１　 不同主缆拉力下的锚塞体塑性区延展分析

采用 ＦＬＡＣ３Ｄ 进行三维数值模拟分析，锚塞体及围岩均采用 Ｍｏｈｒ⁃Ｃｏｕｌｏｍｂ 模型，模型尺寸为 ２１０ ｍ×
２４０ ｍ×２３０ ｍ，边界采用底面三向约束，侧面法向约束，顶面自由．

设计荷载 １０１ ２０２ ｋＮ（１Ｐ） 为初始荷载，以 １Ｐ 为荷载梯度进行加载．不同荷载下锚碇及围岩塑性区如图

１３ 所示，荷载直至 １３Ｐ前基本无塑性区产生，１３Ｐ ～ １９Ｐ时，塑性区分布较为分散，但主要集中于锚碇中轴线

以上拱顶部位，后锚面附近多于前锚面，此时岩锚充分发挥其协同作用，拉拔荷载作用下，岩体内微小裂缝被

压密，承载能力随荷载增加小幅度提高，这一阶段锚塞体与围岩靠近拉拔力部分已经进入塑性；继续增加荷

载至 １９Ｐ时，塑性区迅速增加扩散至整个拱顶部位，说明此时塑性区延展至岩锚接触面并随着荷载作用开始

迅速扩大，直至塑性区贯通整个岩锚接触面，锚碇丧失全部承载能力，此时荷载介于 ２１Ｐ ～ ２４Ｐ 之间，与表 １
计算结果接近，同时可以看出隧道锚发生两种破坏的界限并不明显，拱顶处破裂面呈现倒锥形，但锚塞体底

部破坏面则是沿着锚岩接触面，因此实际破坏过程中应为两种形式的结合．

（ａ） １３Ｐ （ｂ） １９Ｐ （ｃ） ２３Ｐ
图 １３　 不同荷载作用下隧道锚围岩塑性区分布图

Ｆｉｇ． １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ｚｏｎｅ ｏｆ 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ｓ

３．２　 不同主缆拉力下的锚岩位移曲线

设计缆力⁃位移图如图 １４ 所示．位移随缆力增加而逐渐增加．其中锚塞体位移与缆力基本呈线性关系，这
是因为相较于围岩，锚塞体的内黏聚力以及抗压强度更高，在不同缆力作用下基本都处于弹性阶段．围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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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曲线可分为 ３ 个阶段：第一阶段围岩在拉拔荷载下同时受到切向和法向挤压作用，而在低缆力阶段切向力

不足以克服岩体内黏聚力，因此轴向位移增加不明显，直至荷载达到 １５Ｐ 左右，曲线出现明显拐点进入第二

阶段，说明此时部分围岩在拉拔荷载带动下已经克服岩体自身黏聚力进入塑性，继续增加缆力至 ２０Ｐ 左右，
曲线再次出现拐点，围岩位移斜率再次增加，此时围岩塑性区已经延伸至整个接触面，但整体位移变形仍然

为线性，说明隧道锚仍具备承载能力，但此时缆力已经超过现有承载能力，锚岩截面已经不再稳定，荷载施加

至 ２５Ｐ，整体位移出现不收敛现象，说明锚碇达到极限承载状态．锚岩相对位移曲线随着缆力的增加呈现先

增加后减小的趋势，这是因为随着缆力的增加围岩逐渐进入塑性流动状态，位移迅速增加，而锚塞体仍处于

弹性阶段，相较于围岩位移增加缓慢，因此在 １５Ｐ ～ ２０Ｐ 之间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逐渐减小．通过对比锚塞

体位移与围岩位移可以看出，当缆力达到 １５Ｐ 左右时，两者同时出现拐点，原因是围岩此时进入塑性阶段，而
锚碇侧向束缚减小而出现了位移的突变，但此时锚塞体仍处于弹性阶段，因此斜率未发生改变．

对比云南普立特大桥理论结果和塑性区与位移曲线，可以发现隧道锚工作过程有明显的 ３ 个阶段，如图

１５ 所示．阶段Ⅰ为锚岩协同工作阶段，围岩在拉拔荷载产生的挤压作用下，内部微小裂缝逐渐压密，锚岩接

触面塑性区开始部分发展；当拉拔荷载达到一定值时 （１５Ｐ ～ １９Ｐ）， 处于阶段Ⅱ，此时拉拔荷载的切向力逐

渐克服围岩抗剪强度，塑性区发展迅速，并逐渐延伸至整个接触面，锚岩整体位移开始显著增加，隧道锚仍可

以继续承载，该阶段为围岩屈服阶段；继续增加荷载，进入阶段Ⅲ，围岩塑性区逐步贯通（至 ２３Ｐ 左右），此时

塑性区向围岩内部大范围发展，锚岩接触面出现大量拉剪破坏，此时隧道锚基本丧失承载能力，即该阶段为

隧道锚的破坏阶段．现有文献试验结果表明，存在隧道锚在数十倍设计缆力仍处于稳定状态的现象，而现有

承载力计算公式往往得不到如此大的结果，究其原因在于隧道锚的破坏模式并不是固定的，正如本文数值模

拟结果显示，存在倒锥形与界面破坏两种形式的结合破坏模式，实际工程中由于工程所处地质条件不同，缆
力向围岩内部传递情况存在差异，因此如何界定两种破坏模式发生的条件是下一步亟需做的工作．

图 １４　 不同缆力下锚碇轴向位移 图 １５　 隧道锚承载阶段图

Ｆｉｇ． １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ｂｌ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ｉｇ． １５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ＴＡ

４　 结　 　 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隧道锚受力与传力机制，对两种破坏形式下隧道锚的极限承载力进行了推导，并通过工
程实例与数值分析进行了计算论证，具体结论如下：

１） 倒锥形破坏形式下的破裂面线形公式可采用幂指数函数形式来表示，指数参数 Ｎ 取值与地质条件有

关， Ｎ 值越大，破裂面范围越小，最终计算承载力越小，不同实桥计算分析得到 Ｎ 取值应介于 ０．５～１．５ 之间．
２） 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的承载力与前人试验结果接近，验证了本文公式的合理性，不同破坏形式下隧道

锚承载能力有较大差异，发生倒锥形破坏所需要的拉拔力要远大于发生界面破坏的拉拔力；隧道锚极限承载

力与锚塞体长度 Ｌ、岩体黏聚力 ｃ 呈线性正相关；在低扩展角 α 情况下，极限承载力与其呈线性相关，当扩展

角 α 达到 ８０°以上时，承载力会急剧上升；随着倾斜角 β 的增加，承载力会发生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承载力

峰值点位于 β ＝ ６０° 附近．
３） 依托云南普立特大桥为工程背景，利用 ＦＬＡＣ３Ｄ 软件建立隧道锚围岩模型施加逐级超载试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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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锚工作过程呈现明显三阶段，隧道锚达到承载极限时缆力介于设计缆力的 ２１ ～ ２４ 倍，与文中公式计算

得到结果基本一致．分析其塑性区，发现隧道锚不同部位发生破坏形式存在不同，顶部和底部存在较大差异，
实际破坏过程应该是两种破坏模式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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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 ５６（３）：
５３４⁃５４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江南． 铁路悬索桥隧道式锚碇承载机理及计算方法研究［Ｄ］ ． 博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２０１４．
（ＪＩＡＮＧ Ｎ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ｕｎｎｅｌ 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ｌ⁃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Ｄ］ ． 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薛江红， 何赞航， 夏飞， 等． 基于偶应力理论微纳米 Ｍｉｎｄｌｉｎ 板的尺度效应分析［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２０２２， ４３
（７）： ７４０⁃７５１．（ＸＵＥ Ｊｉａｎｇｈｏｎｇ， ＨＥ Ｚａｎｈａｎｇ， ＸＩＡ Ｆｅｉ， ｅｔ ａｌ． Ｓｉｚ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 Ｍｉｎｄｌｉｎ
ｐｌａｔ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２２， ４３（７）： ７４０⁃７５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朱玉， 廖朝华， 彭元诚， 等． 大跨径悬索桥隧道锚设计及结构性能评价［Ｊ］ ． 桥梁建设， ２００５（２）： ４４⁃４６． （ＺＨＵ
Ｙｕ， ＬＩＡＯ Ｃｈａｏｈｕａ， ＰＥＮＧ 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ｕｎｎｅｌ⁃ｔｙｐｅ ａｎ⁃
ｃｈｏ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ｓｐａｎ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ｂｒｉｄｇｅ［Ｊ］ ．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２）： ４４⁃４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８２ 应　 用　 数　 学　 和　 力　 学　 　 　 　 　 　 　 　 　 　 　 　 ２０２４ 年　 第 ４５ 卷


